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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与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
——以北京都市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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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居住与就业是城市的基本功能活动，其空间配置决定了居民的通勤行为，从而对城市发

展和居民生活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开展城市的通勤效率研究对优化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布，实

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尤为重要。基于北京都市区居民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理论通勤、过剩

通勤、通勤容量等相关模型对居民的通勤效率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公共交通出

行与私家车出行之间的通勤效率差异性。研究表明：① 北京都市区居民的通勤出行中有

64.48%属于过剩通勤，从通勤容量使用率来看都市区仅为32.49%，反映了目前居住与就业失衡

的现实情况；② 从不同出行方式来看，公共交通过剩通勤程度更高，即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效率

要高于公共交通，表明公共交通出行依然存在较大的优化提升空间；③ 从通勤效率差异的影响

因素来看，就业可达性变量显著影响公共交通通勤，对私家车通勤时间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年龄、学历、平均月收入、住房产权等与二者显著相关，但性别、家庭结构的影响都不显

著；居住密度及居住地空间位置对公共交通、私家车通勤时间都具有一定影响，但就业密度及

就业地空间位置对不同出行方式通勤时间的影响则不显著，认为城市应当鼓励公共交通出行，

通过提高公共交通的通达性、对私家车征收拥挤费用等措施来弥补公共交通与私家车出行之

间的不平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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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居民职业类型多样化增多，从单位大院内部安排就业到居民按照福利待遇自主
选择就业岗位、从单位分房到自身买房等发生的显著变化，在某些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城
市的职住空间格局[1,2]。居民通勤模式是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不同学科规划学
家与政策制定者的重点关注对象[3]，相关学者认为减少居住与就业区位之间的空间隔离能
够带来更加可持续的结果，如更短的通勤出行、更低的机动车使用率，提升公共交通出
行，减少道路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从而增加居民的通勤效率及生活质量[4,5]，故基于
通勤视角来测度区域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两
个主要组成部分，居住—就业关系及通勤效率的研究一直受到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
等相关学科的重视，尤其是新时期土地、交通、规划、政策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
影响着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与变革[6]。居住与就业是城市的基本功能活动，其空间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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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决定了居民的通勤行为，从而对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开展大城市
居民的通勤效率研究对优化城市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布，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尤
为重要。

通勤效率可以用来评估居住、就业区位与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合理性，因此通勤效
率与就业可达性、空间错位及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大关系[7]。居住地与就业地的空间分布格
局决定了通勤的长度与成本，如何通过减少居住地与就业地之间的空间隔离来降低通勤
距离引起了相关学者的较大关注[8,9]。职住空间的临近程度能够用来评估城市的通勤效
率，当居住与就业离得更近时，城市形态更加有效，而当它们相距较远的时候，职住分
离更严重[10,11]。不同学者针对不同区域也展开了大量研究并形成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即在
职住空间区位均质的情况下，假如居民之间能够自由交换居住地或就业地，那么对所有
就业人员来说，存在一个理论上的通勤最小值[5,12,13]，利用实际通勤距离与理论通勤最小
值进行比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通勤效率的高低，即有没有过剩通勤[14]。过剩通勤的
概念提出以后，被应用于大量案例研究中如澳大利亚[15]、爱尔兰[16]、波兰[17]、韩国[18]等。
研究发现居住与就业关系越均衡的区域，其理论最小通勤与实际通勤距离越接近，因此
理论最小通勤本身可以作为表征通勤效率的一个基准。在政策背景内，可通过比较当前
和未来两种土地利用方式下的理论最小通勤，来确定是否减少了工作地和住宅之间的空
间隔离[7]。既然通勤效率是指实际出行距离与理论最小通勤距离的比较，那么如果二者差
异较小，则表明减少通勤的潜力较低；如果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则表明目前的通
勤出行效率较低，减少通勤的潜力则比较大。通过对过剩通勤文献的梳理，Murphy等在
过剩通勤的框架下回顾了随机通勤的概念，认为当实际平均通勤远离随机平均通勤时，
表明居住与就业功能的混合程度越高，通勤效率越好[6,19]；Ma等将“城市三角模型”与
过剩通勤方法相联系起来，提出了城市通勤潜力的概念[20]；基于Ma等的研究，Chowd-
hury等用修正的“城市三角模型”来代表通勤的标准（实际通勤、最小通勤和最大通
勤）和城市形态，通过比较不同时间点的城市三角来确定城市形态是否使通勤效率变得
更为高效或者相反[21]；Zhou等分析了中国背景下的城市居民出行的通勤效率，并将其与
国外城市进行了对比[22]。至此，已有文献中测度通勤效率比较通用的指标主要有理论最
小通勤、理论随机通勤、理论最大通勤、过剩通勤、通勤容量与通勤经济等，这些指标
正逐渐走向政策应用方面。

尽管通勤效率的测度方法有了较大发展，但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仍未解决。已
有度量方法是在区域性宏观框架中使用基于区划的空间数据（如人口普查或经济普查数
据），度量值可能会受尺度规模（如普查块与地域之间区域大小的变化）和分区方案（如
分区形状不同，但还是使用相同数量来划分研究区）的影响，故研究单元的规模尺度会
对通勤效率产生较大影响，有学者称之为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MAUP） [23]。尽管他们
认为可以使用更多的空间分解数据来减轻尺度规模效应的影响，但是这些不确定性仍会
妨碍其在规划和政策的广泛应用。基于此，Niedzielski等利用GIS系统与分形技术探讨了
通勤效率指标和MAUP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理论随机通勤、理论最大通勤、通勤容
量、通勤经济并未随着尺度变化而变化，但是理论最小通勤、过剩通勤则发生了变化[17]。

已有对通勤效率的研究文献中，大多学者将依赖私家车出行与公共交通出行的两个
群体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从而对研究结论造成一定影响，可能会低估前者的通勤效率
或高估后者的通勤效率[24]。目前，相关学者已经开始达成共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私家
车与公共交通之间通勤效率与就业机会的不平等[25]，有研究表明依赖公共交通出行的居
民比私家车出行者需要花费更多的通勤时间，其获得的就业机会也更少[26-28]，因为依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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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交通出行的求职者具有较低的移动性，其在竞争就业机会时也存在较大劣势，而很少
居住区域能够有足够的区位优势来弥补他们的移动劣势。由于中西方城市的住房制度、
土地制度等体制上的差异性，如西方城市居民出行高度依赖于私家车，而中国城市居民
出行仍然以公共交通为主，使得西方城市通勤效率的相关成果并不能完全应用到中国城
市研究中[5,13,22]。基于此，以北京都市区为例，基于居民问卷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来关
注选择不同出行方式的居民通勤效率差异程度，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北京都市区
居民依赖私家车出行与公共交通出行的通勤效率存在怎样的差异；第二，如果二者的通
勤效率存在较大差异，那么是哪些因素显著影响其通勤效率。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界定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北京市住房价格的不断提升，加速了城市的居住郊区化进程，

出现了回龙观、望京、天通苑等大型边缘居住集团。由于郊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资源
的空间分布不均，形成了大多居民就业在市区、居住在郊区的职住格局，造成了北京道
路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严重等城市病。据《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显示，北京

平均通勤时间达到97 min①，成为全国最拥堵的城市，从而降低了居民出行的幸福指数，
也使得北京宜居城市的构建面临着诸多挑战。

根据第六次北京市人口普查数据，2000-2010年，北京市域人口增加了 604.3万人，
其中北京都市区人口增加了585.6万人，占到市域增加人口的97%，可见人口增长的绝大
部分区域都集中在北京都市区，人口的不断集聚，加剧了居民出行的拥挤程度，从而降
低了其通勤效率。北京市地域圈层结构一般被分为三个圈层：中心城区（东城区、西城
区）；近郊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远郊区（门头沟区、房山区、大
兴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基于以上考虑，
参考其他学者对北京都市区的界
定，选择北京都市区作为研究区，
也即城六区及相邻区域 （图 1），
不包括远郊的平谷区、怀柔区、密
云区、延庆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与代表性。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相关数据主要来自北京都市区
居民出行调查问卷，获取居民出行
的原始数据，分析北京都市区居民
的通勤效率。问卷调查于2013年8
月进行，以北京都市区为调查区
域，共计发放问卷 2297 份，经过
筛选，获得有效问卷 1967 份，问
卷有效率为 85.6%，其中以公共交
通（含公交车与地铁）为主要出行
方式的样本为 852个，以私家车为

①《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4-11/22/content_34125126.htm

图1 北京都市区范围
Fig. 1 Study area within the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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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主要出行方式的样本为348个。从问卷发放的地区分布来看，中心城区292份，占有
效问卷总量的 14.84%；近郊区 1269份，占 64.51%；远郊区 406份，占 20.64%。与各区
人口分布比例基本相符，能够反映各区居民的一般情况。从被调查居民的特征（表 1）
来看，调查样本包含不同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的居民，保证了分析结论的
可靠性；由总体通勤流向特征（图 2）来看，海淀区、顺义区、朝阳区区内通勤比重较
大，昌平区的跨区通勤比重最高，达69.01%，且以昌平到海淀和朝阳的比重最大，分别
占该区通勤量的32.75%和25.15%。

根据问卷的居住地与就业地地址信息，利用相关软件获取经纬度，导入GIS软件中
转化为空间信息，构建本研究的基础数据库。通过前文可知，通勤效率的计算会受研究
区空间单元尺度的影响，空间分析单元过大可能会影响最后的结论，也不利于制定居住

与就业均衡的相关政策[5,17]。基
于此，原本计划以街道为最小
的分析单元，但分析发现平均
街道面积依然过大，不适合作
为通勤效率的研究。因此，为
了便于比较，将研究区划分为
2 km×2 km 的格网，将网格作
为通勤效率分析的最小空间单
元，基本达到分析的要求。将
相关图层进行叠加，居住地、
就业地的样本空间分布如图 3
所示。

表1 被调查居民的属性特征及比例情况
Tab.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proportion of samples

要素

性别

职业

个人
月收入

分类

男

女

政府工作人员

企事业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商业、服务人员

公司职员

教师

个体户

农民

其他

2000元以下

2000~3999元

4000~5999元

6000~7999元

8000~10000元

10000元以上

样本数

842

1125

112

367

415

145

504

134

72

20

198

94

432

569

340

257

275

百分比(%)

42.8

57.2

5.7

18.7

21.1

7.4

25.6

6.8

3.7

1.0

10.1

4.8

22.0

28.9

17.3

13.1

14.0

要素

年龄

受教育
程度

家庭
构成

分类

30岁以下

31~40岁

41~50岁

51~60岁

61岁以上

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单身独住

单身和父母同住

夫妻独住

夫妻和父母同住

夫妻携子女

三代（含）以上同住

其他

样本数

762

631

538

29

7

92

134

389

1022

330

345

212

270

131

716

210

83

百分比(%)

38.7

32.1

27.4

1.5

0.4

4.7

6.8

19.8

52.0

16.8

17.5

10.8

13.7

6.7

36.5

10.7

4.2

注：根据调查问卷数据整理得出。

图2 北京都市区居民总体通勤流向特征
Fig. 2 Distribution of commuting flow in the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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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样本在空间中的地理
位置信息涉及到的相关网格区
域为 377 个。本部分选择通勤
距离来衡量通勤成本，利用
GIS 中的空间分析工具获取相
关网格中心的空间位置坐标，
形成了居住地与就业地的 377×
377 的空间距离矩阵，其中如
果居住与就业在同一个网格，
通勤距离则为网格的半径；根
据每个居民的居住与就业空间
位置，进而可以得出样本的通
勤流量矩阵。
2.3 研究方法
2.3.1 理论最小通勤 理论最
小 通 勤 （theoretical minimum
commute，用Zmin来表示）是在
既定城市结构限制下区域的通
勤最小值，也是来源于标准经济理论文献中最早判断职住关系的标准。尽管这是一个宽
泛的度量，但是理论最小通勤能够表示局部的职住平衡，因为它对局部的居住与就业安
排比较敏感从而能够使得通勤最小化[17]。一般情况下，通常采用线性规划模型来计算区
域的理论最小通勤[29]，即在一个给定区域内，居住地与就业地都被分配到不同或者相同
的区内，通常认为起点或者居住地的数量 （n） 应该等于目的地或者就业地的数量
（m）。如果用W表示研究区内就业者数量；Oi是居住在 i区的就业者的总数；Dj是指 j区
的就业岗位数或者就业地在 j区的数量；cij表示居住地 i与就业地 j之间的通勤成本；xij是
指居住在 i区，就业在 j区的就业人员数；理论最小通勤Z可以用模型来表示[5,17,30]，如下：

理论最小通勤Zmin:

Zmin = 1
W∑

i = 1

n ∑
j = 1

m

cij xij （1）

约束条件：

∑
j = 1

m

xij = Oi ∀i = 1,…,n （2）

∑
i = 1

n

xij = Di ∀j = 1,…,m （3）

xij ≥ 0 （4）

公式（1）是指在居住地与就业地分配前提下的通勤成本最小值，约束条件（2）和（3）
要求所有就业者离开居住地到就业地上班，公式（4）限制了xij为非负数，另外需要注意
的是cij表示通勤成本，可以用通勤时间或者通勤距离来表示。
2.3.2 理论最大通勤 理论最小通勤的概念提出以后，Horner认为以往研究仅仅考虑了居
住地与就业地更为接近的情况，忽略了居住地与就业地更加分离的情况，即区域内居民
选择了最远的就业岗位，这个最大的通勤距离或者通勤时间被称为理论最大通勤（theo-
retical maximum commute，用Zmax来表示） [3]。理论最大通勤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城市的通

图3 调查样本在网格中的居住与就业空间分布图
Fig. 3 Sampl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sidences and employment in the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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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效率，也可以为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提供参考。理论最大通勤与理论最小通勤的公式
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需要求公式（1）的最大值，其约束条件一致，模型如下所示[5,30]：

理论最大通勤Zmax:

Zmax = 1
W∑

i = 1

n ∑
j = 1

m

cij xij （5）

与上述讨论一致，理论最小通勤是最为有效的出行方式，而理论最大通勤是最为低
效的通勤行为。理论最大通勤表示局部的职住关系不平衡，对局部的居住地与就业地选
择比较敏感而出现的通勤成本最大化。居住与就业的过度分散能够导致更高的理论最大
通勤，因此这也是测度城市扩张的有效方式[3,21,31]。
2.3.3 过剩通勤模型 理论最小通勤是居民通勤过程中存在的理论最小值，将实际通勤距
离与理论最小通勤进行比较，能够更好理解土地利用与工作出行模式之间的关系。实际
通勤距离（Zobs）与过剩通勤（EC）的公式[5,30]如下：

Zobs = 1
W∑

i = 1

n ∑
j = 1

m

cij xij （6）

EC =
Zobs - Zmin

Zobs

× 100 （7）

式中：EC表示过剩通勤，也可以用来表征交通与土地利用的相互作用关系，在这个意义
上，过剩通勤值越低表明通勤距离与职住区位之间的联系越强。
2.3.4 通勤容量使用率模型 由于仅仅对比实际通勤与理论最小通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Horner提出了一个更为有用的度量方式即考虑整个区域的通勤容量[3]。整个方法将度量模
式标准化并且能够在不同城市之间进行对比，尽管不同城市可能存在社会文化背景的差
异，认为理论最大通勤与理论最小通勤的差值可以视为某一区域的通勤容量[6]，可以用来
估计通勤容量使用率（capacity utilisation），模型如下[3,5]：

CU =
Zobs - Zmin

Zmax - Zmin

× 100 （8）

式中：CU表示某一区域的通勤容量使用率，其值越大，表示这个区域的通勤效率越低，
居住与就业关系越趋于不平衡，反映了居住地与就业地分离程度较大时的通勤情况。

3 公共交通与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效率差异

3.1 研究假设
依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借鉴已有研究提出相关假设：第一，假设研究区内居住同质

化，居住地点与房屋质量没有任何差别，居民具有相同的区位偏好，能够与区内其他居
住者交换居住地；第二，假设研究区内就业岗位同质化，居民有相同的就业偏好，能够
与区域内其他就业人员交换工作地[13,30]。
3.2 计算结果分析

在计算理论最小通勤与理论最大通勤的过程中，采用White提出的线性规划模型来
进行测度。采用前文相关模型分别对公共交通出行与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效率进行计算，
从而得出不同交通出行方式的理论最大通勤、理论最小通勤、过剩通勤及通勤容量使用
率等指标，结果如表2及图4所示。

整体来看：首先，北京都市区居民出行的理论最小通勤距离为4.19 km，表明居民居
住地与就业地似乎处于相对平衡的关系，或者说，至少从理论上来看，北京都市区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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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并未过度分离；其次，从问卷调查的
实际通勤距离来看，居民的平均实际通勤
距离达到 11.81 km，表明尽管居住地附近
具有一些就业岗位，但居民却并未在家附
近进行选择，而是到更远的地方就业，说
明居民通勤距离除了受到就业岗位数的影
响，还会受社会经济属性、房价等各种因
素的影响；再次，从过剩通勤来看，北京
都市区的通勤出行中有64.48%属于过剩通
勤，从通勤容量使用率来看都市区仅为
32.49%，都反映了居住与就业失衡的现实
情况。

从不同出行方式来看，公共交通出行
与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

（1）从理论最小通勤来看，公共交通出行的通勤距离要比私家车更短，表明依赖公
共交通出行的居民比私家车出行的居民具有更容易的就业机会，居住地与就业地的匹配
程度更高，但现实中这种就业可达性并不能通过简单的转换交通工具来实现[5]。

（2）从理论最大通勤来看，私家车的通勤距离要大于公共交通，说明使用私家车出
行的居民比依赖公共交通出行的群体具有更长的通勤距离。显然，这与公共交通运行时
间、运行路线的局限性存在较大关系，限制了公共交通使用者充分利用城市职住功能混
合程度 [15]；一般而言，私家车使用者的居住地比公共交通使用者的居住地要远离市中
心，即远郊区居民的通勤距离更长，公共交通设施尚不完善，交通拥挤、排队时间过长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通勤距离较长的居民选择私家车；此外，从表2中可知，公共交通
出行的理论最大通勤距离为22.35 km，意味着超过这个距离居民更加偏好于选择私家车
出行。

（3）从通勤容量来看（理论最大通勤与理论最小通勤的差值），私家车的通勤容量
（19.89 km）要大于公共交通的通勤容量（19.02 km），表明私家车使用者居住地到工作
地的距离要远于公共交通使用者，也反映了私家车使用者的职住分离情况可能要高于公
共交通。

（4）从实际出行距离来看，依赖公共交通出行实际通勤距离要长于私家车，与理论
最大通勤、理论最小通勤的趋势正好相反，这与北京市的现实可能存在一定关系，有调
查指出北京44%私家车的日出行距离不足5 km[32]，尽管理论通勤距离更长，但从实际情
况来看，接近一半的私家车出行距离并不长（上下班、接送孩子上下学等）。

（5）从过剩通勤的指标来看，尽管公共交通的理论最小通勤与理论最大通勤都要小
于私家车出行，但是公共交通的过剩通勤程度（76.60%）要高于私家车（66.80%），表

表2 公共交通与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指标对比
Tab. 2 Comparison of commuting indicators between public transport and private automobiles

公共交通

私家车

北京都市区

Zobs(km)

14.25

12.51

11.81

Zmin(km)

3.33

4.14

4.19

Zmax(km)

22.35

24.02

27.64

EC(%)

76.60

66.80

64.48

CU(%)

57.41

42.10

32.49

图4 公共交通与私家车的通勤效率对比
Fig. 4 Comparison of commuting efficiency between public

transport and private automob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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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公共交通出行依然存在较大的优化提升空间；从通勤容量使用率来看，私家车的通勤
容量使用率（42.10%）要明显低于公共交通的通勤容量使用率（57.41%），说明私家车
出行的通勤效率要高于公共交通出行。当然，在此并非鼓励居民选择私家车出行，而是
说明通勤容量使用率是由理论最小通勤与实际出行距离来决定的，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候
并不能单单依靠某一个单一指标，而且也要考虑环境、道路拥挤等其他相关因素。

4 公共交通与私家车出行通勤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

4.1 回归模型基本形式
由于通勤效率是一种反映城市通勤难易程度的指标，是实际出行与理论出行之间的

差异程度。在对城市通勤效率的计算中，得出的是整个城市或者某个区域的通勤效率
值，并不能得出每个居民或者某个个体的通勤效率，因此在对不同交通方式通勤影响因
素的分析过程中，选择通勤时间来表征通勤效率的差异，原因主要是居民在出行过程
中，尽管通勤时间很大程度上受行车速度的影响，但对北京的上班族来说，目前交通拥
堵情况尚未得到缓解，更多居民对通勤时间的敏感程度更高，这一点在问卷调查及访谈
过程中也得到了验证，有些居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如地铁）也是因为通勤时间或者说
按时上下班能够得到保证。将公共交通与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时间作为因变量，其相关的
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构建相应的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结合有关文献，有研究表明居
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及邻里特征会对通勤模式、通勤距离与时间产生较大的影响[33]，因此
在构建方程时重点考虑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主要包括就业可达性、邻里特征变量、通勤
成本及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变量等（表3）。

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Y(time)=f (JA, JH, Social-economic, Neighborhood, Cost, Spatial location)

式中：Y(time)表示依赖私家车或公共交通出行的通勤时间；JA表示私家车或公共交通的
就业可达性，指在一定单元内选择不同交通方式时能获得的就业机会[34]；JH表示某个单
元内的职住比，主要关注不同出行方式与通勤时间关联性差异；Social-economic表示居
民的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主要关注不同出行方式中居民的属性特征对其通勤的影响是否
存在差异；Neighborhood表示邻里特征，主要关注不同单元内居住与就业密度对居民通
勤时间的影响；Cost表示通勤成本，主要关注通勤成本在不同交通方式中的差异；Spa-
tial location指空间属性特征，关注空间区位对出行方式选择及通勤时间的影响。

为了降低回归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异方差性的影响，因此需要对相关连续变量取对数
形式，这样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可以看作是对被解释变量的弹性影响，即自变量变化而
引起因变量变化的概率。在对相关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的基础上，选择对通勤时间、就
业可达性、通勤花费、居住密度、就业密度等变量取对数，然后进入模型进行回归。
4.2 模型的回归结果对比

为了方便比较，分别对私家车与公共交通出行的通勤时间进行回归分析。表4呈现
了私家车与公共交通出行的通勤时间影响因素估计结果，除了给出了R2和调整后的R2

外，也得出不同出行方式的最大似然估计值，可以看出两个回归方程都呈现出较好的拟
合程度。

首先，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就业可达性变量与公共交通通勤时间具有显著的
正相关性，对私家车通勤时间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就业可达性的平方与公共
交通和私家车的通勤时间都呈现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42、-0.076，表明居民

260



2期 韩会然 等：公共交通与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

所在单元的就业可达性越高，出行的通勤时间越短；可以看出，就业可达性每增加1个
单位，私家车的通勤时间会降低0.07 min，而公共交通的通勤时间则会降低0.14 min。此
外，职住比率变量与公共交通、私家车的通勤时间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职住
比率越高的区域所花费的通勤时间越短，其中职住比率与公共交通通勤时间相关性的变
量系数达到-7.821。

其次，从社会经济变量来看，个人与家庭属性特征也会影响公共交通与私家车的通

勤时间。其中年龄、学历、职业类型、平均月收入、住房产权对私家车和公共交通的通

勤时间呈现显著相关关系，而性别、家庭结构的影响都不显著。在控制其他属性变量的

前提下，年龄与公共交通通勤时间呈显著正相关，与私家车通勤时间呈现显著负相关，

表明年龄越大的居民乘坐公共交通花费的通勤时间越长，而乘坐私家车的通勤时间越

表3 回归方程变量属性特征
Tab. 3 Variable attribute of regression equation

变量

因变量

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时间Timecar

公共交通出行的通勤时间Timepub

解释变量

1、就业可达性变量

私家车出行的就业可达性JAcar

公共交通出行的就业可达性JApub

职住比率JH

2、社会经济变量

性别 sex

年龄age

学历education

职业类型occupation

平均月收入 income

家庭结构 family

3、邻里特征变量

所在单元的就业密度 jobdens

所在单元的居住密度popudens

4、通勤成本变量

通勤花费costs

是否报销通勤费用baoxiao

5、空间属性变量

居住位置 resilocation

就业位置 joblocation

变量类型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虚拟变量

等级变量

等级变量

等级变量

等级变量

等级变量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虚拟变量

等级变量

等级变量

描述

乘坐私家车上班的单程时间

乘坐公共交通上班的单程时间

依赖私家车上班的居民可选择的就业机会

依赖公共交通上班的居民可选择的就业机会

所在单元的职住平衡程度

1：男；0：女

1：30岁以下；2：30~40岁；3：41~50岁；
4：51~60岁；5：60岁以上

1：初中及以下；2：高中；3：大专；4：大学；
5：研究生及以上

1-9分别表示政府工作人员、企业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教师等

1：2000元以下；2：2000~3999元；3：4000~5999元；
4：6000~7999元；5：8000~10000元；6：10000元以上

1：单身独住；2：单身和父母同住；3：夫妻独住；
4：夫妻和父母同住；5：夫妻携子女居住；
6：三代以上同住；7：其他

居民所在街道的就业密度

居民所在街道的人口密度

居民上下班的交通费用

1：是；0：否

1：居住在中心城区；2：居住在近郊区；3：居住在远郊区

1：在中心城区上班；2：在近郊区上班；3：在远郊区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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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从学历水平来看，学历程度与公

共交通通勤时间呈现显著负相关，而

与私家车呈显著正相关，学历程度越

高，公共交通的通勤时间越短，选择

私家车的通勤时间更长；从职业类型

（以政府工作人员为参照）来看，职

业类型与公共交通通勤时间呈现显著

正相关，而与私家车通勤时间呈显著

负相关，说明社会地位越高的职业选

择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时间越长，而社

会地位越弱的职业乘坐公共交通的通

勤时间更长，表明农民、个体户等群

体的就业场所不稳定，更依赖于公共

交通出行；从月收入来看，收入水平

与私家车的通勤时间呈现显著正相

关，而对公共交通的通勤时间的影响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收入越高的

居民乘坐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时间越

长，也反映了随房价不断提升，较多

居民的居住地开始向远郊区转移。

再次，从邻里特征来看，居住单

元的居住密度对不同交通方式的通勤

时间具有一定影响，而就业密度对通

勤时间的影响则未通过检验。具体来

看，公共交通通勤时间与居住密度呈

负相关，说明高密度居住区域内的公

共交通服务更完善，但通勤时间会受到人流拥挤量的影响，因此与通勤时间成反比例关

系；此外，私家车通勤时间与居住密度呈现弱正相关关系（0.006），表明居住密度越高

区域的交通拥挤使得私家车的出行速度变缓，从而增加了通勤时间。

第四，从通勤成本变量来看，居民通勤花费对私家车通勤时间具有正相关关系，由

于交通拥挤、限号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选择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时间越长。但从

单位是否报销交通成本来看，对交通方式通勤时间的影响都没有通过检验。从空间属性

特征来看，所在的居住位置对公共交通、私家车通勤时间具有显著影响，但就业位置的

影响则不显著，说明居住地越趋向于远郊区，越趋向使用公共交通方式出行即公共交通

的通勤时间越长，而与私家车通勤时间呈负相关关系（-0.518）。

5 结论与讨论

（1）通过问卷调查从微观层面了解了北京都市区居民的通勤特征，目前以区内通勤
为主，跨区通勤的主要目的地为就业功能占主导地位的朝阳区、海淀区以及西城区和东
城区。通过通勤效率的相关理论假设，计算了北京都市区的通勤效率，发现其最优的理

表4 公共交通与私家车出行的通勤时间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Tab. 4 Estimated results of impact factors of commuting time

between public transport and private automobiles

变量

Constant

JA

JA2

JH

JH2

sex

age

education

occupation

income

family

jobdens

popudens

costs

baoxiao

resilocation

joblocation

样本数量

R-squared

Adjusted
R-squared

Log likelihood

Timepub

系数

25.859(3.06)

1.271(1.71)

-0.142(-1.02)

-7.821(-3.04)

-0.604(-1.92)

1.399(0.92)

2.836(2.67)

-2.238(-2.35)

0.537(1.96)

-1.189(-1.96)

0.346(0.77)

-0.004(-0.66)

-0.013(-0.71)

0.011(1.91)

-0.195(-0.12)

6.134(3.62)

-2.481(-1.61)

852

0.289

0.257

-3763.829

P值

0.002

0.087

0.006

0.002

0.055

0.360

0.008

0.019

0.042

0.650

0.443

0.547

0.039

0.257

0.904

0.000

0.107

Timecar

系数

30.381(2.99)

-0.516(-0.38)

-0.076(-0.66)

-1.366(-0.45)

-0.327(-0.72)

0.677(0.40)

-0.302(-0.23)

0.264(0.26)

-0.647(-1.15)

0.882(1.39)

-0.298(-0.41)

-0.002(-0.97)

0.006(1.60)

0.163(0.25)

0.605(0.34)

-0.518(-0.24)

1.101(0.78)

348

0.329

0.216

-1420.350

P值

0.003

0.705

0.048

0.050

0.471

0.688

0.018

0.094

0.093

0.009

0.681

0.443

0.001

0.044

0.733

0.011

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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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最小通勤为 4.19 km，理论最大通勤为 27.64 km，居民的通勤出行中有 64.48%属于过
剩通勤，从通勤容量使用率来看都市区仅为32.49%，反映了目前居住与就业失衡的现实
情况。

（2）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公共交通与私家车通勤效率的差异性，从理论最小通勤来
看，公共交通的通勤距离要比私家车更短，表明依赖公共交通出行的居民比私家车出行
居民更容易获取到就业机会；从通勤容量来看，私家车的通勤容量要大于公共交通的通
勤容量，表明私家车使用者家庭所在地到工作地的距离要远于公共交通使用者。从过剩
通勤的指标来看，公共交通的过剩通勤程度要高于私家车，表明公共交通出行依然存在
较大的优化提升空间。

（3）通过构建回归方程分析了私家车与公共交通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发现就业可
达性变量与公共交通通勤时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对私家车通勤时间的影响没有通过
显著性检验；从社会经济变量来看，年龄、学历、平均月收入、住房产权对私家车和公
共交通的通勤时间呈现显著相关关系，而性别、家庭结构的影响都不显著；从邻里特征
来看，居住密度对不同交通方式的通勤时间具有一定影响，而就业密度对通勤时间的影
响则未通过检验；从通勤成本变量来看，居民的通勤花费与私家车通勤时间具有较大正
相关，居住区位对公共交通、私家车通勤时间具有显著影响，但就业地位置的影响则不
显著。基于对公共交通与私家车出行影响因素的比较，认为城市交通应当鼓励公共交通
出行，通过提高公共交通的通达性、对私家车征收拥挤费用等措施来弥补公共交通与私
家车出行之间的不平等性（如私家车占据更多道路通行空间，造成交通拥堵等）。

（4）由于本文没有获取到时间序列上的通勤数据，因此，为了更好反映都市区通勤
效率高低，选择与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对比。① 与Zhou等[5]相比，可以看
出，居民的实际通勤距离与最小通勤距离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表明随着郊区化进程的
不断推进及远郊新城的发展使得居住地与就业地进一步分离，从而也拉大了居民的出行
距离；从理论最大通勤距离来看，本文得到的数值要明显小于Zhou等的研究，除了研究
数据的差异外，研究范围也存在不同，Zhou等的研究范围为北京市域[5]，而本研究选择
的是北京都市区，因此在理论最大通勤距离上的差距较大；从通勤效率来看，二者之间
基本一致，说明北京都市区居民出行的通勤效率明显过剩，但从通勤容量使用率的对比
来看也存在较大差异，表明目前都市区的通勤效率变得更为低效。② 与广州市、西安市
等国内其他城市的研究相比，从数值来看，广州市的实际通勤距离与理论最小通勤距离
都最低[30]，西安市的过剩通勤与通勤容量使用率最低[13,22]，表明西安市的通勤效率更高，
广州市次之，北京都市区的通勤效率最低。③ 与美洲国家的城市相比，北京都市区的理
论最小通勤距离与理论最大通勤均小于亚特兰大[3]和温哥华[35]，说明北美城市空间蔓延的
程度要远大于北京都市区；但从过剩通勤来看，北京都市区的过剩通勤程度要大于温哥
华。一方面是由于研究的最小空间单元存在一定差异，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交通工具的
差异性导致的，北美城市通勤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私家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通勤距
离较远带来的影响，而北京都市区仍然以公共交通出行为主，通勤效率相对较低。④ 值
得说明的是，如果仅仅对比不同城市之间的通勤距离与过剩通勤程度可能存在一定误
差，因为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或者城市形态会对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进而
影响居民的通勤行为[18]。为使结果更有可比性，拟引入Brotchie的三角模型[34]对不同城市
形态的通勤效率指标进行修正，限于本文篇幅，修正后的结果详见下一步研究。

（5）本文仅探讨了公共交通出行与私家车出行通勤效率的差异，对其他出行方式
（如电动车、自行车等）的通勤效率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在研究影响因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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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于没有得出某个个体的通勤效率，故在因变量选择中利用通勤时间代替通勤效
率，而这可能对结果造成一定影响。另外，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尽管研究区界定为北京
都市区，但从统计结果来看，较大比例居民仍然集中在六环路以内，下一步将结合目前
的城市大数据如微博、公交一卡通及移动轨迹数据等，从宏微观结合的视角来探讨不同
出行方式下居民通勤效率的差异性，使研究结论更为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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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factors and differences in commuting efficiency
between public transit and private automobile travel:

A case study on the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HAN Huiran1, YANG Chengfeng1, SONG Jinping2

(1. College of Territori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Anhui,China;

2.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wo main functions of a city—housing and employment—have a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urban development, as their spatial configurations determine residents' commuting
behavior and otherwise affect lifestyles. Research on commuting efficiency therefo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optimism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housing and employmen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results of a questionnaire conducted in the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commuting efficiency is analyzed and evaluated by way of
theoretical commuting, excess commuting, and commuting capacity model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mmuting efficiency differentiation of public transit and private automobiles.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excess commuting rate in the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is
64.48% while the commuting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is only 32.49% , which permits
speculation that the current employment–housing situation is substantially imbalanced. (2) For
commuting efficiency for different travel modes, private automobiles are superior to public
transit,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excess commuting rat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private automobiles, and great capacity exists for optimiz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3) By
analyzing impact factors of the commuting efficiency differentiation of public transit and
private automobiles, the factor of job accessibility is found to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commuting via public transit, whil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job accessibility and private
automobile travel does not prove significant.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is found between age,
education, occupation type, average monthly income, housing property, and commuting time
for both travel modes, but the influences of sex and family structure are found to be not
significant. Additionally, residential locations are found to impact commuting times for both
travel modes more than residential density does, whereas the impact of working locations is
found to be not significant. Consequentl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urban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use of public transit. Furthermore, potentially effective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availability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imposing congestion- related premiums should be
adopted to narr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ublic transit and private automobile use.
Keywords: commuting efficiency; public transit travel; private automobile travel;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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